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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二重性：学术性与时政性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  《新视野》杂志社  刘秀秀 
 

  对于中国社会学研究的评价，有两种声音不绝于耳：一方面，学者们指责一部分学术成果过

于关注西方理论，因闭门造车而无法面对中国鲜活的经验现实，或者为了回应理论而肆意剪裁现

实，更遑论有益启示；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对学界过于关注政策动向的倾向表达了不满，认为这

些研究无非是政策解读，并不属于学术研究。其实，这两种批评可以归结为对学术性研究和时政

性研究的争论。所谓学术性研究，是指研究以理论脉络为核心，做出的概念整理或事实验证，重

视学术脉络的传承与对话；而时政性研究，则指研究针对国家或地方政策等所作出的解释、分析

和应对之策。自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学术性研究与时政性研究就时而陌路，时而纠葛，构

成了中国社会学发展的特色之一。 

  社会学研究兼具学术性与时政性 

  布洛维曾将社会学劳动分为公共社会学、政策社会学、专业社会学和批判社会学，这种分类

基于对美国社会学研究的体认，能够较好地概括美国社会学的研究特色，对其他国家的社会学研

究分类亦有启示。布洛维对公共社会学的强调也是走出社会学研究困境的一条出路，因为它试图

链接专家知识和公共参与。 

  对于中国社会学研究而言，用布洛维的四种类型进行剪裁也可以得到很多颇具价值的启发，

但过细的分类容易模糊更多本质差异。就此而言，学术性研究与时政性研究的两分法能在一定程

度上揭示中国社会学的一些根深蒂固的问题，并可在出路上提供一定启发。 

  社会学的学术性研究一般秉持科学的精神，致力于理论诠释或者经验对照。理论诠释，还原

理论的发展脉络和核心主旨，面对中国现实，探讨其理论适用性；经验对照，切实引入中国经验，

对理论进行证实或者证伪，以弥补或修复理论链条中的问题。这些研究不乏真知灼见，为知识积

累和经验对照提供了财富。然而，其容易出现的问题是，由于西方理论源于西方现实，套到中国

经验上实则“驴唇不对马嘴”，易造成理论与经验的“两层皮”现象；学者们为了回应经典或者

对话理论剪裁中国现实，泯灭了经验材料的丰富性，成为理论的附庸。 

  社会学的时政性研究则力图摒弃套用理论的种种纠结，直接从政策指示出发，或者寻找其理

论依据，或者以此来面对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前者追溯了政策精神的渊源及其发展，解释了其

提出的内涵和意义，推测了其现实影响，为相关部门、研究者和群众提供参考；后者运用上级部

门提出的概念观照现实，将问题套入分析，提出适合当下时政的解决之道。但是，时政性研究容

易遭遇的困境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为了给相关政策寻找理论依据，容易出现生搬硬套的现象，

提出牵强附会的解释。 

  可以看出，学术性研究与时政性研究只是两种类型的研究，无非是关注点不同，并无重大分

歧，本可以并行不悖。然而，事实上，两种研究取向都有其难以回避的病理学，如布洛维所言，

互相攻伐的学者将对方的病态问题当成了常规问题，这扩大了两者之间的鸿沟，而对于相互理解

缺乏耐心。 

  学术性研究与时政性研究密不可分 

  社会学于 19世纪末 20世纪初传入中国，与当时激烈变动的中国现实密切相关，解救民族危

亡、探索富国强民之路便成为社会学的时代使命，因此，学科建设为现实服务的印记不可避免地

打在社会学身上，学术性研究与时政性研究密不可分。 

  中国第一代社会学者，如陶孟和、孙本文、陈达、吴文藻等，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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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受过系统的西方学术训练，他们的研究工作开创了中国社会学。无论是坚持只有社会调查才能

认识、诊断中国问题，还是通过文化和社会心理分析来探索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无论是研究人口

与劳工问题来呼吁人口政策，还是运用“社区研究”方法探索社会单元，都表明社会学者们尝试

通过学术工作以应对中国社会的危机。 

  对中国社会学恢复与重建作出重大贡献的费孝通早在 20世纪 30年代就开始进行社会调查，

其早期成果《江村经济》、《乡土重建》等探索了富国强民之路，其在乡土中国发展民族工业等主

张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可见，虽然视角、主张有所不同，但这些社会学者的研究从出发点到落脚点，无一不是积极

地为中国之崛起寻找出路，而且，他们还身体力行，积极参与社会改革，推动社会政策。所以，

从社会学发展传统的角度来看，并没有学术性研究与时政性研究的明显分野，同时，由于关注现

实之心迫切，社会学者的上下求索也带来了社会学学科的繁荣。可以说，那时的社会学研究是集

学术性研究与时政性研究于一身，统一于挽救民族危亡、探索富国强民这条共同的主线。 

  然而，自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两者之间的分野渐渐明晰，究其原因，两方

面因素起了较大的作用：一是自 1957年始长达 30年的社会学中断，迫使诸多社会学者不得不终

止研究工作，且在重建之后对时政之线敬而远之；二是由于社会学人不断更新换代，新成长起来

的社会学人在更为精细的专业分工中走向分散。 

  探索互惠共存之道 

  根据布洛维对社会学学科的规范性看法，上述四种类型的社会学可有机结合、互惠共存，每

一种类型都从其他类型中得到“活力、意义和想象力”。那么，中国社会学的学术性研究与时政

性研究能否抛弃分歧，互惠共存呢？ 

  我们能够看到，社会学的发展也正在为学术性研究与时政性研究的结合创造条件。比如，影

响力日渐扩大的智库建设，越来越多的科研项目化运作，这些机制正在积极引导学术性研究为时

政性研究提供支持，“学以致用”的研究传统愈发明显。 

  在此基础上，仍然需要强调的是，结合二者的优势才是互惠共存的必由之路，抑制其病理学

作用，才能更好地弥合二者之间的鸿沟。具体来说，如下几点可供参考。 

  一方面，维护知识共同体的独立性。时政性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病理学机制在于，研究成果可

能会受到资助方的影响。而保持科学精神，用理性的方式看待研究对象，将一定程度上克服时政

性研究的病理学。指出治乱兴衰的背后逻辑，是时政性研究的时代担当，而这些全都有赖于知识

共同体的独立性。 

  另一方面，追求学术研究的自觉性。从费孝通的“文化自觉”到郑杭生的“理论自觉”，我

们都能体会到社会学大师对于自觉性的强调。这种自觉性就是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格局中的

自我定位，是以一种主体性的身份对于自我创新的追求。如此，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学术性

研究的病理学，脚踏实地地做好学术性研究。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追求学术性研究与时政性研究的互惠共存，并不意味着必须将二者杂糅

起来，而是在学者们兴趣导向的基础上，加深二者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有效沟通。学术性研究可以

为时政性研究提供视角、理论和方法，而时政性研究可以为学术性研究提供问题意识、路径探索

和试验结果。二者可以相辅相成，相互验证、相互补充，共同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贡献力量。 


